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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共同体建设与社区治理绩效

胡摇 荣摇 焦明娟

[摘摇 要] 摇 本文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 2020 年的数据,分析农村共同体建设各要

素和社区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 从组织治理绩效、公共服务绩效和村民福祉三个方面

测量社区治理绩效,并用社区规范、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公共性代表共同体建设所需的

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社区规范对组织治理绩效和村民福祉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邻里

互助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公共服务绩效,但在邻里交往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会损害其对

公共服务绩效的积极效应。 邻里互助和村民福祉是负相关关系,线上交往会负向影响

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社区公共性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农村社区治理绩效。 尽管邻里社会

资本的衰落会使社区治理绩效降低,但整合农村依然保留着的共同体资源,能够凝聚社

区共识,推动社区治理有效和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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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我国传统农村是由血缘和地缘组成的生活共同体。 乡土社会是不流动的,以
“己冶为中心发展出差序格局并用道德维系的礼俗社会(费孝通,1998:25 - 33)。 随

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国家一系列乡村建设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学界对农村未来的命运

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论辩。 一种是“农村衰退论冶,这种观点对于农村的发展持悲观的

态度,主要聚焦城镇化对农村本身面貌、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产生的负面影响(李
培林,2002;田毅鹏,2012)。 由于城市化的需要,一些传统的农村转变为“城中村冶,
农民不再以农业为生。 随着流动性增强,青壮年脱离故土,农村逐渐空心化和过疏

化。 与此同时,外来的观念改变了原有的价值观,农民演变为以自身利益为主的原子

化个体(吴理财,2014)。 此外,职业和阶层的分化打破了农村社区的权力关系和治

理秩序。 生活空间转换、人口流失,农民交往的陌生化和功利化等使得农村社会由熟



人社会向“无主体熟人社会冶或“半熟人社会冶转变(贺雪峰,2000;田毅鹏,2014)。 另

一种是“农村新生论冶,该观点认为在工业化侵入后,农村仍然具有接纳和融合现代

化的弹性。 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农村能够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完成有序过渡,农民可

以在新乡土社会中重新建立联系,流动性的增加虽然会带来社会分化,但并不会导致

农村崩溃(文军,吴越菲,2017)。 以上观点虽截然不同,但都不否认农民原有社会关

系网络的强大延续性,且无论是指向农村的失落还是对现代化治理的适应,都呼吁重

视农村公共性和共同体建设。
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发展愈加重视。 自 2017 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至今,以产业

项目、治理组织、乡风文明、公共服务等为建设重点,我国涌现出很多因产业项目带动

而脱贫致富,或是探索出治理组织创新模式的典型农村社区。 在城市化进程进一步

推进、国家力量在农村发展和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更强、数字信息网络逐渐嵌入农民日

常生活的背景下,农村正经历着面貌的蜕变和精神的革新。 那么,农村社区是否还存

在共同体因素? 农民的社会网络是否还是维系农村秩序的重要因素? 农村传统和惯

习产生的规范在多大程度上对村民心理和农村治理产生作用? 现存的社区公共性能

否满足转型农村的治理要求? 换言之,在新的农村社会背景下,共同体建设是否还能

推动农村有效治理?
社区治理绩效能够衡量社区有效治理水平。 绩效评估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广泛

应用于政府职能评估中,演变出政府的客观投入和公共的主观评价两种测量指标,前
一种注重效率,后一种强调结果(张欢,胡静,2014)。 治理包含三个要素,即治理主

体、治理方式和治理效果(徐勇,吕楠,2014)。 社区治理绩效普遍运用于对城市社区

治理能力的评价,主要包含三种视角。 一是关系网络维度,主要集中于社会资本的各

个层面对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 在微观层面,共通性社会资本对城市社区治理

有着积极的作用,而特定性社会资本则相反(陈捷,卢春龙,2009)。 数字社会中,以
新媒体为媒介形成的邻里社会资本在社区参与和认同感等方面起着正向作用(陈福

平,李荣誉,2019)。 经历疫情后,社区抵御风险和处理紧急事件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有研究表明,与社区成员关系网络和交往相关的黏性社会资本以及与社区风险状态

下的适应性和恢复性相关的韧性社会资本都能显著提高社区治理效能 (吴莹,
2022)。 二是权力结构维度,该视角聚焦治理主体的动机和治理组织运行与社区治

理的关系。 业委会和物业通过权力协调和分割在城市社区发展的不同时期形成了新

的社区政体系统,能够改善社区的治理境况和居民福祉(陈鹏,2016)。 盛智明和周

晴(2021)从社会空间结构角度,发现权力空间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差序影响,具体表

现为越靠近权力中心,社区的治理绩效就越好。 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社区内部空

间———与居委会的距离,还存在于社区外部空间———与街道的距离中。 三是国家行

政作用,主要讨论国家力量下沉对社区治理的形塑。 政府的效用体现在:一方面,党
组织能够链接资源,吸纳各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构建多元化社区共治网络结构,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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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王杨,2021);另一方面,政府和社区治理的合理建构能够显著增

进城市社区邻里社会资本的集聚,推动以居委会、物业和居民等为主体的协商治理

(刘春荣,2007)。
城市社区以物业、业务会和居委会“三驾马车冶为治理主体,其治理环境、治理结

构、治理内容、治理方式等和农村社区有一定的差异。 相比之下,农村社区更加缺乏

组织性,体现在主要以村委会为引领,而其他社区组织的作用有限。 另外,农村社区

相比城市社区有着更多的邻里社会资本,在治理逻辑上更依赖关系网络。 因此,虽然

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在公共服务供给、社区组织能力、社区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距逐

渐缩小,但在影响机制上仍有所不同。 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研究应用较为普遍的是制

度主义视角,根据自治内容,包括政策为农民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分配公平状况、农
民参与水平和政治认同以及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对村民自治制度成效做出评判

(郭正林,2004)。 以乡村治理结构优化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绩效也是延续此思路,该
观点倡导从完善村委会选举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两方面提高制度绩效(马宝成,
2005)。 优化农村自治制度能够增强自治组织的有效性,有利于农民参与的合法化

和有序化、监督和制衡公共权力,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治理(董江爱,2009)。 这两种观

点都认为制度化是提高治理绩效的必要之路,但也有学者指出应注重过度制度化带

来的治理陷阱。 制度过密可能使农村社区治理绩效递减,因为制度过剩会造成农村

治理需求的不对等(蒋达勇,王金红,2012)。 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农村社区治理绩

效的重要因素。 社区社会资本并不是分散性、碎片化的,农村社区治理较易受到治理

精英的影响,而社会资源和社区社会资本的产生和延续则蕴含在此类主体的治理行

动中。 例如,富人用自身行政资源为村治带来发展效益(欧阳静,2011);乡村精英通

过“面子冶“人情冶激发邻里社会资本,引导村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提高社区治

理绩效(张陈一轩,任宗哲,2021)。 社区治理主体是提高社区治理绩效的主要因素,
不同类型村干部的个人素养、责任意识、政治能力、工作技能使社区治理绩效产生显

著差异(王卓,胡梦珠,2020)。
集体维度的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 为了回应学界对社会资本理

论解释力的质疑,桂勇和黄荣贵(2008)对社会资本进行了重新测量,认为社区社会

资本应该包括参与社团或组织、地方性社会网络、非正式社会互动、信任、互惠、社会

支持、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等。 实际上,以社会资本分析农村社区治理,虽强调

集体行动的社会关系网络,却容易忽略维持社区秩序的制度要素。 为此,项军

(2011)提出了社区认同的概念,以衡量“社区性冶。 社区认同的概念是在共同体存在

的假设下提出来的,共同体源于自然的群体血缘和地缘的结合,人们有着共同的关系

和参与,共同体意志的实质是习俗和习惯,共同体是持久的,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融合

(滕尼斯,1999:300)。 在农村研究中,共同体概念被本土化为差序格局。 无论何种

社会结构,维持社会治理秩序最重要的是“法冶,在我国农村即是传统规范(张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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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随着共同体理论的发展,并适应如今的社区实际情况,共同体理论的内涵已

跨越“边界冶,不再拘于地域性,但仍以社会关系互动、制度规范和公共性为主要特征

(黄锐,文军,2012)。 共同体因素和农村社区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村民围绕村务

频繁交往,能够强化原有的社会关系,增加干群互动,催生村社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消
解社区矛盾(孙枭雄,仝志辉,2020)。 村规民约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相结合的反应村

民需求的规范性制度,它能够整合社区碎片化规则,潜移默化地影响治理主体的行

动,调整农村社区的生活秩序(钱海梅,2009)。 农村社会和社会组织中蕴含的公共

性越强,内生动力越强,在动员村庄资源、引导农民参与、强化农民组织化等方面的优

势便越大,社区治理效应就越好(郑永君,2017)。
综上所述,学界对社区治理绩效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集中于对城市社区的

量化研究,对农村社区研究偏少;二是,在农村社区治理绩效影响机制中并未体现出

与城市社区的差异。 与城市社区不同,村民的社会关系、生活空间和利益在农村,挖
掘社区中的共同体因素是有必要的(周进萍,周沛,2022)。 研究共同体建设和农村

社区治理绩效的关系,一方面是基于农村社区治理环境变迁的背景回应学界共同体

经典研究问题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响应现阶段国家建设治理共同体的号召。 虽然学

界也有涉及共同体中的某些因素和社区治理的关系,但并未基于农村共同体演变的

特征和社区治理的主体、内容和成效形成系统化的成果,因此本研究意在结合新时代

背景下农村社区的发展现状,在借鉴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说明共同体建设之于农

村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性。

二、数据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起并完成的全国大

型农村追踪调查———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2020)。 该调查数据覆盖

全国 50 个县(市)、156 个乡(镇),共获得 300 份村庄调查问卷和 3 800 余份农户调

查问卷,搜集了 1郾 5 万余人的家庭成员信息。 CRRS2020 数据包含“数字化建设冶“居
民福祉冶“农民生产生活冶“农村居民消费冶“治理组织建设冶等多个模块,为乡村振兴

和农村社区治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数据。
本研究选取了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安徽省和河南省五个省份的数据,在农户

层面根据研究需要保留了户主信息。 经过数据整理,共得到个体层面的研究对象

1 916 个,村庄层面的研究对象 152 个。
(二)变量及其测量

1郾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社区治理绩效。 学界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测量并未达成一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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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用主客观治理绩效来代表社区治理能力。 以可视性

治理绩效即社区环境和公共服务建设等作为客观指标,以非可视性治理绩效即居民

对社区满意度或者认同感作为主观指标(蔡禾,徐金福,2023;盛智明,周晴,2021)。
这种衡量方法主要用于研究城市社区,虽然在治理内容中包括公共服务供给评价和

公众态度,但未涉及治理组织居委会的作用。 第二,对村民自治制度的评估,指标体

系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分配、公共参与和社会秩序四个方面。 经济增长指村民的增收

与消费能力,社会分配指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公共参与是评估村

民政治行为和参加村内公共事务的能力,社会稳定包含了社会整合和政治认同等因

素(郭正林,2004)。 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制度主义视角是具有现实性的,结合农村

发展现状对社区治理绩效评估的尝试,可惜的是并未形成细化的指标,且并未以此展

开具体的量化研究。 第三,在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政策背景下产生的一系列治理绩

效评估指标。 根据国家治理政策,社区治理能力可划分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村民自

治、法治、德治,乡村建设情况、平安乡村建设、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等指标,每一个一

级指标再细分为数十个二级指标(张四灿,张云,2022)。 与此类测量方式相似的还

有从治理体系建设的维度,用党组织的领导能力、政府与社区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
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服务的能力来测量社区治理能力

(叶继红,2021)。 虽然这些指标通常比较全面而细致,但却可能过于政策导向和工

具主义而忽视了是否符合社区发展的现状和需要。 综合以上观点,本研究从组织治

理、公共服务和村民福祉三个方面来测量农村社区治理绩效,其中组织治理绩效借鉴

了社区治理制度主义评估的观点,主要衡量自治组织的治理效果。 公共服务绩效是

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评价,是社区治理绩效的基础指标。 村民福祉包含村民

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和未来展望。 本研究对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测量运用的是以

公众评价为中心的主观指标体系。
组织治理绩效要回答“谁是治理主体冶和“治理效果怎么样冶的问题,在“乡政村

治冶的治理格局形成后,农村社区的治理主体逐渐多元化,包括乡镇党委和政府、村
委会、社区组织、驻村单位等,形成了复杂的治理网络(徐勇,朱国云,2013)。 本文以

农村社区治理主体为要点,组织治理绩效由五个测量题目构成,分别为:“你信任村

干部吗?冶,选项为“非常不信任冶“不太信任冶 “一般冶 “比较信任冶 “非常信任冶和“无
所谓信任与否冶,将“无所谓信任与否冶处理为缺失变量,其余赋值为 1 ~ 5 分;“你信

任乡(镇)干部吗?冶,选项为“非常不信任冶 “不太信任冶 “一般冶 “比较信任冶 “非常信

任冶和“无所谓信任与否冶,将“无所谓信任与否冶处理为缺失变量,其余赋值为 1 ~ 5
分;“你信任县(区、市)干部吗?冶,选项为“非常不信任冶“不太信任冶“一般冶“比较信

任冶“非常信任冶和“无所谓信任与否冶,将“无所谓信任与否冶处理为缺失变量,其余

赋值为 1 ~ 5 分;“你觉得基层(乡镇、村)干部腐败问题严重吗?冶,选项为“非常严重冶
“比较严重冶“一般冶“不严重冶和“不了解冶,将“不了解冶处理为缺失变量,其余分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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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1 ~ 4 分;“你对村委会各项工作开展情况的满意程度?冶,选项为“很不满意冶“不
太满意冶“一般冶“比较满意冶“非常满意冶“说不清冶和“不评价冶,将“说不清冶和“不评

价冶处理为缺失变量,其余赋值为 1 ~ 5 分。 以上五个项目的 KMO 值为 0郾 753,通过

Bartlett 球形检验,将这五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项目相加获得组织治理绩效。
公共服务绩效是对农村基本公共物品供给的评价。 测量题目有“您对当前饮水

安全状况整体是否满意?冶“您对当前村内生活垃圾处理的状况感到满意吗?冶“您对

当前通村组道路、入户道路的路面条件满意吗?冶“总体而言,您对您本村的生活环境

感到满意吗?冶四组,其选项为“非常不满意冶 “不太满意冶 “一般冶 “满意冶和“非常满

意冶五个等级,分别赋值为 1 ~ 5 分。 这四个项目的 KMO 值为 0郾 678,通过 Bartlett 球
形检验,相加得到公共服务绩效。

村民福祉包含对当下生活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测量题目有三个。 “你
感到你家现在的生活幸福吗?冶和“总体来看,你对现在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冶两个

题目的选项为“很不满意冶“不太满意冶“一般冶“比较满意冶“非常满意冶和“说不清冶。
将“说不清冶处理为缺失变量,其余赋值为 1 ~ 5 分。 题目“你觉得 5 年后,你家的生

活会变得怎么样?冶,选项为“差很多冶“差一些冶“差不多冶“好一些冶和“好很多冶,分别

赋值为 1 ~ 5 分。 以上三个项目的 KMO 值为 0郾 607,通过 Bartlett 球形检验,将这三个

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项目相加获得村民福祉。

表 1摇 社区治理绩效的指标测量

项目 一级指标 均值 标准差

你信任村干部吗?
你信任乡(镇)干部吗?
你信任县(区、市)干部吗?
你觉得基层(乡镇、村)干部腐败问题严重吗?
你对村委会各项工作开展情况的满意程度?

组织治理绩效

4郾 375 0郾 748
4郾 207 0郾 758
4郾 196 0郾 762
3郾 783 0郾 563
2郾 515 1郾 445

您对当前饮水安全状况整体是否满意?
您对当前村内生活垃圾处理的状况感到满意吗?
您对当前通村组道路、入户道路的路面条件满意吗?
总体而言,您对您本村的生活环境感到满意吗?

公共服务绩效

3郾 993 1郾 040
4郾 148 0郾 863
4郾 048 1郾 022
4郾 173 0郾 783

你感到你家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总体来看,你对现在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
你觉得 5 年后,你家的生活会变得怎么样?

村民福祉

4郾 241 0郾 768
4郾 121 0郾 817
4郾 328 0郾 752

2郾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农村共同体。 学界以社区性质划分农村共同体的特征。 传统

村落共同体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具有一定的地域边界,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邻里

关系为支持进行生产生活(毛丹,2010);第二,具有高度集体认同感,通过集体仪式

体现合作和竞争关系,是紧密互动的内聚性共同体(杜赞奇,2003:150 - 152);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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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水利设施、耕作等活动产生共同体规则,形成生活规范,村民之间有着共同文化

信仰和凝聚力(李国庆,2005)。 而因城镇化形成的转型社区共同体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以行政村庄为边界,建立在非农产业经济基础之上,社区成员与从属的组织有

着高度利益相关性(蓝宇蕴,2005);第二,以互惠行为或利益联结维持社区的关系网

络,保持紧密互动和交换(卢成仁,2015;卢宪英,2018);第三,最终指向社区公共性,
以公共价值和规则塑造社区的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黄锐,文军,2012)。

学界尚未形成对共同体的系统化测量指标。 周进萍和周沛(2022)从共同体维

系的纽带、共同领会的规范、互利互生的关系三个维度来测量社区共同体。 其中,纽
带指是否有利益相关关系,关系指是否形成深度合作或互动,规范指共同领会并执行

的规则。 根据社区质量理论,社区共同体可以划分为社区安全、社区凝聚、社区融入

与社区赋权四个一级指标,其中社区凝聚由社区认同、社区信任、社区归属和社区团

结组成,社区融入包括社区邻里关系、社区互助合作、社区身体融入、社区心理融入等

(何绍辉,2016)。 高红和孙百才(2021)认为社区公共性是共同体的本质,从社区交

往、社区意识、社区公共精神与社区参与四个方面来构建共同体指标。 由于城镇化和

流动性增加,农村社区呈现传统性和现代性相结合的特点,根据农村社区变迁特点和

学界对社区共同体的测量,本研究用社区规范、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公共性来测量农

村共同体。
本文以农民对村规民约的评价来测量社区规范,测量题目为“您认为,村规民约

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冶,选项为“完全没有作用,从来都没有用过冶“基本

没有作用,也不经常用到冶“在某一些方面有作用,会经常用到冶“非常重要,涉及村民

生产生活的多方面,经常使用冶“本村没有村规民约冶“不清楚冶和“其他冶,将“本村没

有村规民约冶“不清楚冶和“其他冶处理为缺失变量,其他选项赋值为 1 ~ 4 分。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村民的社交方式不再局限于线下交往,因此本研究对社会

关系网络的测量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村民的地域内社交仍然以邻里关系为主,因此

用邻里互助来代表线下的社交网络;二是,以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来测量线上的社交

网络。 测量题目为:“您家主要在哪方面和邻居互帮互助?冶,选项为“农业生产冶“建
房冶“红白喜事冶“借款冶和“其他冶,将“农业生产冶 “建房冶 “红白喜事冶 “借款冶和“其
他冶中有具体互助内容的赋值为 1,表示与邻居之间有互助,将“其他冶中表示无来往

的赋值为 0,表示与邻居之间没有互助;“请对您手机功能日均使用时长的前三位进

行排序冶,选项为“新闻浏览冶 “聊天社交(微信、微博、QQ、知乎、豆瓣等)冶 “娱乐(游
戏、直播、视频、音乐等)冶“产品交易冶“学习教育冶“接打电话冶和“其他冶,将手机使用

时长为聊天社交的排在第三位以后的赋值为 1,排在第三位、第二位、第一位的分别

赋值为 2,3,4,从而形成线上社交的等级排序。
社区公共性主要测量农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包含社区信任、社区安全

感、社区参与、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四个维度。 社区信任的测量题目为“您认为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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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可信吗?冶,选项为“非常不信任冶“不太信任冶“一般冶“比较信任冶“非常信任冶和
“无所谓信任与否冶,将“无所谓信任与否冶处理为缺失变量,其余赋值为 1 ~ 5 分。 社

区安全感的测量题目为“你对本地社会治安的满意程度?冶,选项为“很不满意冶“不太

满意冶“一般冶“比较满意冶“非常满意冶和“说不清冶,将“说不清冶处理为缺失变量,其
余赋值为 1 ~ 5 分。 社区参与采用线上参与和线下参与来衡量,线下参与的题目为

“2019 年您家是否有人参加村委会选举投票?冶和“如果是,则怎么填写选票?冶,选项

为“家人自己填写冶“委托亲属冶“委托邻居冶“委托干部冶和“其他冶,选项为“否冶的赋

值为 1 分,将“委托亲属冶“委托邻居冶“委托干部冶和“其他冶赋值为 2 分,“家人自己

填写冶赋值为 3 分,形成社区参与的等级排序。 线上参与的题目为“您是否有通过微

信群与村内就重要公共事务开展过交流?冶,选项为“从未冶“很少冶“有时冶和“经常冶,
分别赋值为 1 ~ 4 分。 居住环境不仅指生活环境,还包括邻里氛围等。 对居住环境评

价的题目为“你对你家居住环境的满意程度?冶,选项为“很不满意冶 “不太满意冶 “一
般冶“比较满意冶“非常满意冶和“说不清冶,将“说不清冶处理为缺失变量,其余赋值为

1 ~ 5 分。 以上五个项目的 KMO 值为 0郾 644,通过 Bartlett 球形检验,将这五个具有内

在一致性的项目相加获得社区公共性。

表 2摇 农村共同体的指标测量

项目 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 均值 标准差

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 村规民约 社区规范 3郾 621 0郾 647

您家主要在哪方面和邻居互帮互助? 线下交往

请对您手机功能日均使用时长的前三位进行排序? 线上交往
社会关系网络

0郾 920 0郾 271
2郾 174 1郾 181

您认为周边的人可信吗? 社区信任

你对本地社会治安的满意程度? 社区安全感

您是否有通过微信群与村内就重要公共事务开展过交流? 线上参与

2019 年您家是否有人参加村委会选举投票? 线下参与

你对你家居住环境的满意程度? 居住环境

社区公共性

4郾 304 0郾 710
4郾 463 0郾 615
2郾 255 1郾 259
1郾 663 0郾 934
4郾 154 0郾 812

3郾 控制变量

城镇化和农民的流动性影响着农村社区共同体的演变。 本文首先用常年外出务

工的劳动力数量来衡量农村社区中农民的流动性。 测量题目为“常年外出务工的劳

动力数为多少人?冶,这也可以部分体现出村庄是否空心化。 其次,农村社区和城镇

的距离能够划分村庄类型,并展示出农村被城镇化影响的程度。 测量题目为“是否

为城市郊区?冶。 在疫情防控中,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体现了共同体的公共价值,社
区在维持人民生活与社会稳定、吸纳和整合资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唐有财,
2023)。 本研究在控制变量中用疫情务工人数的变化来反映疫情给村民带来的影

响。 测量题目为“因疫情,2020 年外出务工人数是否有变化?冶,选项为“减少较多冶
“有所减少冶“没有冶和“有增加冶,分别赋值为 1 ~ 4 分。 农村集体经济是中国农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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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高鸣,芦千文,2019)。 本研

究用村集体经济资产来反映集体经济给社区治理绩效带来的影响。 其余的控制变量

有个人收入和相对收入评价。 相对收入评价的题目为“和您同村的居民相比,您认

为您家去年的收入处于什么水平?冶,选项为“非常低冶 “比较低冶 “中等水平冶 “比较

高冶和“非常高冶,分别赋值为 1 ~ 5 分。 在控制变量中,劳动力外流数量、村庄类型、
疫情务工人数变化和村集体资产是村级变量,其余皆为户级变量,集体资产和个人收

入都取对数。
从表 3 可以看出,农村社区的组织治理绩效均值为 21郾 237、公共服务绩效均值

为 16郾 4、村民福祉均值为 12郾 7。 总体而言,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相对较高,村民对社区

治理的评价较好。 在本文的研究数据中,城市郊区占比 22郾 6% 。 152 个农村社区中,
常年外出务工人数均值为 289 人。 农村社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城镇化的影响,
但仍然保持稳定的村庄形态。 在共同体因素中,村民对社区规范较为重视,邻里互动

较多。 从互动频率来看,人们并未走向陌生化,线上交往成为村民扩大交际网络的重

要方式。 村民对社区保留着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公共性仍然存在。

表 3摇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因变量

组织治理绩效 1 107 21郾 237 2郾 632 24 9

公共服务绩效 1 756 16郾 400 2郾 638 20 4

村民福祉 1 881 12郾 700 1郾 780 15 3

自变量

社区规范 1 623 3郾 621 0郾 647 4 1

邻里互助 1 884 0郾 920 0郾 271 1 0

线上交往 1 916 2郾 174 1郾 181 4 1

社区公共性 1 812 16郾 859 2郾 301 22 8

控制变量

村庄类型(城市郊区 = 1) 1 916 0郾 226 0郾 418 1 0

劳动力外流数量 1 876 289 379郾 954 1 860 1

个人收入对数 1 881 10郾 750 1郾 177 13郾 385 7郾 484

集体资产对数 1 830 5郾 918 1郾 825 9郾 936 0郾 470

相对收入评价 1 906 2郾 875 0郾 663 5 1

疫情务工变化 1 891 2郾 485 0郾 584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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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发现

表 4 展示了组织治理绩效的多层次线性回归结果。 模型 1 是以组织治理绩效为

因变量的虚无模型,组内相关系数为 13郾 1% ,说明村与村之间的组织治理绩效存在

一定的差距。 模型 2 是以组织治理绩效为因变量,加入自变量社区规范、线上社交、
邻里互助、社区公共性和控制变量的随机截距模型。 在控制变量的结果中,村庄类

型、劳动力外流数量、个人收入、相对收入评价、集体资产和疫情务工变化均未对组织

表 4摇 影响组织治理绩效的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变量 组织治理绩效 组织治理绩效

社区规范
0郾 681***

(0郾 120)

线上社交
- 0郾 270***

(0郾 064)

邻里互助
- 0郾 408
(0郾 275)

社区公共性
0郾 540***

(0郾 034)

村庄类型
- 0郾 247
(0郾 202)

劳动力外流数量
- 0郾 000
(0郾 000)

个人收入
- 0郾 035
(0郾 068)

集体资产
- 0郾 008
(0郾 085)

相对收入评价
- 0郾 050
(0郾 120)

疫情务工变化
- 0郾 124
(0郾 148)

常数项
21郾 22***

(0郾 108)
11郾 41***

(0郾 964)
户样本量 1 107 858
村样本量 152 141
ICC 0郾 131 0郾 066
卡方值 353郾 29
模型拟合(BIC / df) 5 264郾 314 3 786郾 276 / 13

摇 摇 注:***表示 p < 0郾 01,**表示 p < 0郾 05,*表示 p < 0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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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绩效产生影响。 在自变量的结果中,社区规范对组织治理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

作用。 村规民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它既保留了传统乡约形态,又在适应村民自治

制度中形成了符合村民需要的条例规定,村规民约适农村社会而生,起着教化村民的

作用,是维持社会稳定、推动有序治理的非正式制度性规则(陈荣卓等,2021)。 在村

民的社交关系网络中,线上社交对组织治理绩效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 线上社交每

增加一个单位,组织治理绩效便减少 0郾 27 分。 现有的研究表明,新型社交媒体可以

打破空间阻隔,形成功能不同联系紧密的交往圈,建立网络公共领域,推动人们参与

社区治理(吴青熹,2017)。 而社交媒体对社区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是信息平台

提供的内容造成的,如微博等新媒体所产生的文本并不具有社区性,甚至会因为内容

生产和需求的分离而对社区治理产生负面影响(陈福平,李荣誉,2019)。 本文虽然

未对线上社交内容展开分析,但也说明,村民将更多的社交精力放在微信、微博、QQ
等新媒体上,会为社区治理带来负面效应,增加组织治理的难度。 邻里互助未对组织

治理绩效产生显著影响。 尽管邻里交往可能带来更多的社区社会资本,但无法增加

对社区管理者的信任和对自治组织的满意度。 社区公共性对组织治理绩效产生了正

向作用。 公共性是村民共同生活的基础,社区认同、社区信任、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

来自农村社会按照隐性规则展开的人际交往,这种规则是农村共同体中的共识和惯

习(吴业苗,2014)。 社区公共性越强,公共精神发挥的作用越大,组织治理的阻力就

越小。
摇 摇 表 5 展示了公共服务绩效的多层次线性回归结果。 模型 3 是以公共服务绩效为

因变量的虚无模型,组内相关系数为 12郾 5% ,说明村与村之间的公共服务绩效存在

一定的差距。 模型 4 是以公共服务绩效为因变量,加入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随机截

距模型。 为了更好地分析邻里交往对公共服务绩效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建构了邻里

互助和相对收入评价的交互项并放入模型中。 在控制变量的结果中,非城市郊区的

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绩效高于城市郊区,村集体资产对公共服务绩效有着显著的正

向影响,村集体资产每增加 1 万元,公共服务绩效就上升 0郾 22 分。 樊丽明和石绍宾

(2009)通过多地调研发现,村集体经济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在一些集体经济充足的区域,当地居民会享受到比城市居民更好的公共服

务。 村集体资产越多,村集体经济就越发达,村委会将更多的可分配资源用于公共设

施的建设和维护,村民对公共服务供给的评价自然就越高。 常年外出务工的劳动力

数量越多,公共服务绩效就越低。 这说明农村的空心化不利于公共服务的发展,且疫

情会使这种现象持续恶化,因为疫情期间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会进一步降低公共服

务绩效。 在几个自变量中,社区规范并未对公共服务绩效产生作用。 社区公共性会

正向显著影响公共服务绩效。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并不是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化主

体,而是依赖私营企业、农村合作社组织、志愿组织以及农民个体等多元主体的积极

参与。 村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越强,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互动就越多。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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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摇 影响公共服务绩效的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 3 模型 4
变量 公共服务绩效 公共服务绩效

社区规范
0郾 118

(0郾 106)

社区公共性
0郾 347***

(0郾 032)

线上交往
- 0郾 111*

(0郾 061)

邻里互助
3郾 062***

(1郾 058)

相对收入评价
1郾 227***

(0郾 359)

相对收入评价*邻里互助
- 1郾 226***

(0郾 371)

村庄类型
- 0郾 611***

(0郾 22)

劳动力外流数量
- 0郾 001**

(0郾 092)

个人收入
- 0郾 100
(0郾 063)

村集体资产
0郾 220**

(0郾 092)

疫情务工变化
- 0郾 265*

(0郾 161)

常数项
16郾 37***

(0郾 096)
9郾 459***

(1郾 283)
户样本量 1 756 1 276
村样本量 152 141
ICC 0郾 125 0郾 093
卡方值 167郾 93
模型拟合(BIC / df) 8 326郾 038 5 946郾 868 / 14

摇 摇 注:***表示 p < 0郾 01,**表示 p < 0郾 05,*表示 p < 0郾 1。

协同治理不仅能消解供给主体在博弈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还能减少政府公共服务供

给负担,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刘传俊,刘祖云,2018)。 线上交往为公共服务绩效

带来了显著的负向影响,线上交往每增加一个单位,公共服务绩效就减少 0郾 111 分。
已有研究指出,利用微博等社交软件或在农村社区建立数字化信息政务平台是实现

数字赋能、推动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有效途径(孟川瑾,卢靖,2016;张鹏,高小平,
2022)。 但其实际效果依赖信息供给主体对传播内容的输入和控制,在主动接触和

获取信息时,社交信息平台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实际上取决于村民的数字素养(苏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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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彭艳玲,2022)。 邻里互助对公共服务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邻里交往会对

公共物品供给产生示范和惩罚作用,具体表现以获得名声为激励模仿交往对象的积

极合作行为,或是以社区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通过社交网络夸大惩罚的影响力(李
冰冰,王曙光,2013)。 这样既增加了村民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参与,也避免了“搭便

车冶的集体行动困境。 但需要重视的是,与邻居对比收入会抑制邻里互助对公共服

务绩效的正向作用。 对于村民来说,与邻居相比,收入越高,公共服务绩效越高,但在

邻里交往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会损害邻里互助对公共服务绩效的积极效应。
摇 摇 表 6 展示了村民福祉的多层次线性回归结果。 模型 5 是以村民福祉为因变量的

虚无模型,组内相关系数为 14郾 8% ,说明村与村之间的村民福祉存在一定的差距。
模型 6 是以村民福祉为因变量,加入自变量共同体因素和控制变量的随机截距模型。
在控制变量中,劳动力外流数量、村庄类型、个人收入、村集体资产和疫情务工变化均

未对村民福祉产生影响。 与邻居相比,收入越高,村民的幸福感越高,对未来生活越

有美好期待。 在自变量中,共同体因素都对村民福祉产生了显著影响。 社区规范和

村民福祉有着正向相关关系。 村规民约在农村社区发挥的作用越大,村民的生活幸

福感就越强。 村规民约是通过长期的社会交往形成的社会规则。 它一方面是村民的

价值依赖和社区的共同文化与认知,另一方面对村委会、村干部和村民行为产生制

约,维护着社区有序发展和稳定(周家明,刘祖云,2014)。 这种非正式制度保证了村

民的安全感、熟悉感和幸福感。 社区公共性显著正向影响村民福祉,具体体现在无论

是包含社区治安和邻里信任的生存安全感,还是以社区参与为基础的社区效能感,都
会增加邻里认同和社区归属感,改善生活环境,增强村民的幸福感(黄晴,徐雅静,
2021)。 线上交往和村民福祉之间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线上交往每增加一个单位,
村民福祉便减少 0郾 182 分。 线上社交能够影响人们的幸福感,但其效用取决于使用

社交媒体的方式。 如果信息生产会增加幸福感,信息获取则会降低幸福感,这是因为

信息获取可能增加忧虑、对比和不满。 此外,以线上交往拓展的弱关系网络很难带来

社会支持,甚至会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韦路,陈稳,2015)。 在模型 6 中,邻里互

助也呈现出对村民福祉的反作用。 在社会网络和幸福感的关系中,幸福感受到社会

支持和参照群体的影响。 个体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交往对象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能
为自身带来的潜在资源越多,其越可能感到幸福。 这是因为与他人的对比能够产生

心理预期,形成对自己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相对判断(郭小弦,王建,2019)。 而村

民在社区内的线下交往中,仍以强关系网络为主,能为自身发展带来的资源是有限

的。 在模型 6 中,与邻居对比收入,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也能说明村民的幸福感

是以邻里为参照群体而受到影响的。 总之,在组织治理绩效的模型中,虽然不同类

型的村之间的社区治理绩效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共同体的三个构成因素———社

区规范、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公共性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对社区治理绩效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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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摇 影响村民福祉的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 5 模型 6
变量 村民福祉 村民福祉

社区规范
0郾 204***

(0郾 060)

社区公共性
0郾 351***

(0郾 018)

线上交往
- 0郾 182***

(0郾 034)

邻里互助
- 0郾 394***

(0郾 152)

村庄类型
- 0郾 180
(0郾 115)

劳动力外流数量
- 0郾 000
(0郾 000)

相对收入评价
0郾 449***

(0郾 063)

个人收入
0郾 041

(0郾 036)

村集体资产
0郾 040

(0郾 048)

疫情务工变化
- 0郾 012
(0郾 084)

常数项
12郾 70***

(0郾 067)
5郾 241***

(0郾 522)
户样本量 1 881 1 372
村样本量 152 141
ICC 0郾 148 0郾 059
卡方值 570郾 33
模型拟合(BIC / df) 7 406郾 936 4 908郾 009 / 13

摇 摇 注:***表示 p < 0郾 01,**表示 p < 0郾 05,*表示 p < 0郾 1。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 CRRS2020 年的数据,本文分析了农村共同体和社区治理绩效的关系,从组

织治理绩效、公共服务绩效和村民福祉三个方面测量社区治理绩效,并用社区规范、
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公共性代表共同体建设所需的因素。 结论表明,共同体建设能

够提高农村社区治理绩效。
村转居社区的出现和农村的空心化是学者们得出农村衰亡论的主要原因。 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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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许多普通的村庄并未应验以上判断,而是走向了另一种状态———空巢化。 马良

灿和康宇兰(2022)区分了空巢化和空心化,认为空巢化是指农民向外流动,但由于

血缘关系和家庭羁绊、生存兜底的理性选择、经济和生活的分离等,仍然会候鸟式地

回到农村。 本质上而言,空巢化更符合如今大多数农村社区的命运,农村衰落是暂时

性的,农村形态是可以延续的。 那么,是什么延续着农村发展的状态并决定着农村的

命运呢? 农村的振兴又该从何处下手? 本文在控制了村庄类型并部分考虑了城镇化

可能带来的影响后发现,农村并未走向衰落,社区中仍然存在丰富的共同体资源,村
民的联结与合作、历久弥新的互动规则以及在同一空间中长久积累的信任与认同,仍
旧能够为村庄治理凝聚力量。 长久以来,农村治理存在着几对张力:一是,城市发展

对农村资源的吸纳;二是,国家力量对自治空间的挤压;三是,村民和基层干部的矛

盾。 近年来,跟随村干部行政化的步伐,农村的治理也逐渐走向制度化、正式化和官

僚化(景跃进,2018)。 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是否必然带来农村自治空间的萎缩? 答

案是否定的,于农村自治中生长出的共同体因素是可以与制度化和行政化趋势共存

共生的。 农村社区的非正式制度———村规民约的部分内容是村民在长期互动和代代

相传中演化的行为规则。 正如学者所言,他们在习惯记忆、内在潜意识和社区舆论中

非理性地遵守这些规定,发挥着他们在农村治理与整合中的主体作用(温莹莹,
2013)。 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农村建设,再到如今的

乡村振兴战略,农村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将农民组织起来。 从经济发展方面而言,
村民组织化的进路就是培育集体经济,动员村民加入合作社。 从行政上来说,则是发

挥党组织和基层治理组织的引导作用(吴重庆,张慧鹏,2018)。 本研究表明,培养公

共性是村民组织化的必然之路。 社区公共性增加能够为基层治理带来合力,弥补农

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短板,提高村民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这需要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引导村民通过制度性渠道和非制度性渠道参加政治选

举和村内公共事务,增加社区生活安全保障,创造良性的生活环境和邻里环境,引导

正确的价值观和文化氛围,以增加社区信任。
经历了城镇化发展和市场转型,农村社会既保持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特征,又存留

了现代性的后乡土社会特点。 后乡土社会是流动的,虽然并未变为完全的城镇社区,
但熟人规则已演变为交易规则(陆益龙,2015)。 流动性没有瓦解农村共同体,但也

为农村社会带来了较大的冲击———邻里社会资本的衰落。 以往的研究指出,农村社

会有着更丰富的整合性社会资本,村民在同一生活空间,更可能存在邻里、亲人朋友

之间的深度信任、互惠和密切联系,从而有着更深的社区认同和积极的公共事务参与

(李洁瑾等,2007)。 相较于农村社区而言,城市社区居民更冷漠,内部的社会交往稀

疏,邻里信任与互助程度不高,不利于社区共同体的形成(熊易寒,2019)。 但本研究

的结果启示我们将目光转向农村社会资本失落的内里的不易被发觉的一面:农村邻

里社会资本的衰落并不直接表现在互动的频率上,虽然他们可能因为地域性保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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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的邻里互动,但为社区治理带来的效力却减退了。 在传统的村落共同体中,邻里

乡人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行为指导,乡绅们德高望重,教化

邻里村民,解决社会矛盾(狄金华,侯冬意,2022)。 村民们遵从习俗,“得到从心所欲

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冶(费孝通,1998:10)。 但在如今的农村社会中,邻里互助的功能

已发生分化。 这一方面体现在邻里交往已经不能促进组织信任,增加对组织治理的

满意度;另一方面显示出他们的互动会增加对收入的执着和对比,并进一步影响对公

共物品供给和生活福祉。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线上的交往可能造成共同体的解构,成
为农村社区治理的阻力。 传统农村社会中以强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黏合着乡村

的治理形态,但在数字社会的冲击下,以线上社交形成的弱关系网络削弱着组织治理

绩效和公共服务绩效,并剥夺着人们的幸福感。
虽然“乡村性冶在逐渐消失,但中国农村共同体建设应该迎来的是与现代化治理

相适应的发展规范。 如果不重视农村现有共同体资源的传承、整合与发育,那么随着

代际的传递和数字社会的发展,农村社区传统的关系互动规则是否会被完全替代,以
差序格局为联结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又会走往何处,作为农民生活底线的农村还能

不能成为最后的避风港? 农村有着公共性的种子,有着规范的土壤,也有着丰富的邻

里资源,政府和基层治理主体应该重视尚存的农村共同体因素,以共同体建设达到

“自治冶与“官治冶的共生,推动农村治理有效和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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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n China

HU Rong摇 JIAO Mingjuan

Abstract摇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a蒺s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2020,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lements of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gov鄄
ernance performance. Measur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from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per鄄
formance,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and villagers蒺 well鄄being, this study uses community norms, social
networks and community publicity to represent the factors needed for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munity norm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Neighborhood help ca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but the 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generated in the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will undermine its positive effect on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neighborhood help and villagers蒺 well鄄being, online
communication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farmers蒺 village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community publicity can positively affect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Despite the decline of
neighborhood social capital reducing the performanc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integration of commu鄄
nity resources still retained in rural areas can unite the community consensus to promote effective and
modernized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words摇 Community;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Community publicity; Community norms;
Neighborhood soc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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